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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关于职场偏差行为的研究中，目前仅有极少数针对其结果变量的研究。这些研

究主要从行为接受者的视角探讨职场偏差行为对他人及组织的不利影响，却忽视了员工采取

职场偏差行为对其自身的影响。基于情感事件理论，本研究采取行为者中心视角，探讨了员工

职场偏差行为对其自身工作投入的内在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采用经验取样法对企业员工进

行连续10个工作日的每日调研，对323组日常观测数据采用分层线性模型进行分析的结果表

明：员工每日采取职场偏差行为越多，其负面情绪越高，进而工作投入越低；道德认同会强化职

场偏差行为对其自身负面情绪的影响，当员工道德认同较高时，员工职场偏差行为对自身负面

情绪的作用更强；道德认同对职场偏差行为与工作投入之间的效应产生促进作用，当员工道德

认同较高时，员工职场偏差行为通过负面情绪影响自身工作投入的负面影响会增强。研究结果

为从员工自身视角抑制职场偏差行为提供了理论和干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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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员工职场偏差行为（workplace deviant behavior），即员工有意实施的、违反组织规范、对其

所在组织或组织内其他成员的福祉造成威胁的行为（Robinson和Bennett，1995；刘善仕，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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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杰等，2004；林玲等，2010；彭贺，2010；张永军等，2010；张燕和陈维政，2011），是工作场所中

普遍存在的一种负面行为，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Robinson和Bennett，1995；Bennett
和Robinson，2000）。近二十年以来，职场偏差行为的相关研究受到国内外组织管理研究者的广

泛关注（杨杰等，2011；郭凌云和刘小禹，2014；赵君等，2014；Mitchell等，2018）。现有研究发现，

员工职场偏差行为除了会直接导致企业成本增加以外（Vardi和Weitz，2003），还会对组织中各

层级成员产生影响，例如增加同事的工作压力和离职意向，减弱同事的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

幸福感等（Bowling和Beehr，2006；Hershcovis和Barling，2010）；甚至还会影响上司对组织偏差

行为受害方的知觉评价，例如，研究显示上司倾向于认为员工遭受人际偏差行为是由于该员工

自身越轨行为导致的（Kluemper等，2019）。因此，大量研究从领导、组织、同事以及员工自身等

多个方面探讨了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的影响因素，以期通过对影响因素的干预与规避来预防或

减少员工职场偏差行为。例如，现有研究发现，组织伦理氛围、领导行为（例如，苛责管理、公

平）、同事间职场排斥等都会影响员工的职场偏差行为（Ambrose等，2002；Colbert等，2004；
Penney和Spector，2005；Tepper等，2008；刘文彬和井润田，2010；孙旭等，2014；唐贵瑶等，2014；
李进等，2016；周浩等，2016；周如意等，2016；马吟秋等，2017）。

纵观现有关于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的研究可以看出，绝大部分研究集中于探讨员工职场偏

差行为的前因变量，但是对于其影响后果的关注较为不足。而在极少数有关员工职场偏差行为

结果变量的探索中，又主要聚焦于行为接受方视角（recipients perspective），证实了员工职场偏

差行为对他人（比如同事）及组织的消极影响（Bowling和Beehr，2006；Hershcovis和Barling，
2010；Porath和Pearson，2013；王端旭等，2017；Kluemper等，2019；Mackey等，2019），从行为实施

方视角（actor-centric perspective）出发，有关员工采取职场偏差行为对其自身的影响研究却被

严重忽视。越来越多的新近研究发现，在组织中，个体行为不仅会影响他人，还会对行为者自身

随后的态度、情绪以及行为模式产生影响（Johnson等，2014；Lanaj等，2016；Qin等，2018；康勇

军和彭坚，2019；Liao等，2018）。例如，Qin等（2018）发现，采取苛责管理行为会在短期内提高上

司自身的恢复水平进而增强其工作投入。那么类似地，对于员工来说，采取职场偏差行为是否

会对该员工自身产生影响？如果有影响，这一影响又是如何以及何时发生的？现有研究尚未能

很好地回答这一问题。从行为者视角探讨职场偏差行为对员工自身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在理论上，探讨职场偏差行为对员工自身的潜在影响能够补充目前职场偏差行为在行为方

视角的欠缺，改善目前关于员工偏差行为影响研究的不均衡发展，为职场偏差行为相关研究提

供更全面的理论视角。在企业实践方面，只有对员工采取职场偏差行为对自身的潜在成本与收

益有更全面的了解，才能更好地指导管理者实施干预措施。例如，通过对偏差行为对员工自身

潜在积极影响的了解，能够帮助管理者识别员工的潜在需求，从而通过提供其他积极途径满足

员工需求，进而减少偏差行为；而通过对偏差行为对员工自身潜在消极影响的了解，则能够帮

助管理者使员工意识到采取该行为给自己带来的成本与危害，进而促使他们从自身视角进行

反思，并自觉抑制自身的职场偏差行为。综上所述，采用行为者中心视角探索员工职场偏差行

为如何以及何时影响自身的情绪感知及其工作后果，对理论与实践均有重要意义。

为回应上述研究问题，本文拟采用行为者中心视角探索员工职场偏差行为对其自身的影

响。具体来说，基于Weiss和Cropanzano（1996）提出的情感事件理论（affective events theory），本
文探索了职场偏差行为对员工自身工作投入的消极影响及作用机制。情感事件理论的核心观

点是，个体在工作中经历的事件会影响其情感状态，进而影响个体的态度与行为（Weiss和
Cropanzano，1996；段锦云等，2011）。工作场所中的消极事件是影响员工情绪状态的重要情感

事件（Bono等，2013）。基于此，本文提出，作为一种负面的工作事件，员工实施的职场偏差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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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引发其负面情绪（即愤怒、焦虑、紧张、沮丧、悲伤、羞愧、失望等情绪）（Watson等，

1988），进而削弱员工的工作投入程度。工作投入（work engagement）是个体的一种积极、充实

的与工作相关的心理状态，包含活力（vigor）、奉献（dedication）和专注（absorption）三个维度

（Kahn，1990；Schaufeli等，2002）。工作投入反映了员工在工作角色中积极充实的工作态度，对

员工角色内、外绩效以及个体幸福感等都有重要预测作用（李锐和凌文辁，2007；Christian等，

2011），是组织行为研究中重点关注的员工工作结果变量之一。进一步，根据情感事件理论，个

体特征会影响个体采取行为后的情绪体验与认知评估过程（Weiss和Cropanzano，1996）。
Aquino和Reed II（2002）把个体的道德认同（moral identity）定义为个体重视道德自我形象、把

自己看作是道德的人的程度，基于此，本文提出对于职场偏差行为这种非伦理行为（unethical
behavior）来说，个体的道德认同则是影响

个体对自身偏差行为的情绪与认知反应的

重要边界条件（Mulder和Aquino，2013）。综
上，本研究将探索员工职场偏差行为对其

自身工作投入的内在作用机制（负面情绪）

及其边界条件（道德认同）（研究模型图如

图1所示）。

本研究对职场偏差行为和工作投入等相关研究具有重要贡献。第一，本研究率先采取行为

者中心视角，探索员工采取职场偏差行为对其自身的影响，将职场偏差行为影响的研究拓展至

行为实施者自身，弥补了职场偏差行为相关研究在行为者视角上的缺失。第二，更重要的是基

于情感事件理论，本研究发现了员工职场偏差行为对员工自身工作投入的消极影响，并进一步

揭示了上述作用的内在机制和作用边界，为探索职场偏差行为如何以及何时对行为者自身产

生消极作用提供了重要且有价值的理论解释视角和实证证据。第三，本研究通过研究影响员工

工作投入的新的行为因素，发现员工自己所采取的非伦理行为也可能通过引发员工自身的负

面情绪进而降低员工的工作投入。通过识别阻碍员工工作投入的新因素，本研究进一步拓展了

工作投入领域的相关研究。

二、  理论基础与假设提出

情感事件理论认为，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发生的事情都可以称之为事件。工作场所中所

发生的事情，尤其是重要的事情都可视为工作事件（Weiss和Cropanzano，1996）。工作事件是个

体情绪的主要来源，它会引发员工的情感反应，所形成的情感状态又会进一步影响个体随后的

态度与行为（Weiss和Cropanzano，1996）。情感事件理论被广泛用于解释员工工作情境中的情

绪反应（Ilies等，2006），尤其是在解释职场人际互动过程对个体情绪影响方面。例如，研究发现

积极的工作事件和良好的人际关系会让员工产生积极情绪，而消极的工作事件和人际冲突是

个体产生负面情绪的主要原因（Dimotakis等，2011；Bono等，2013）。新近研究表明，个体在组织

中并非只是工作事件/行为的接受者，同样也会成为工作事件/行为的实施者，这些实施的行为

同样也会影响个体自身的情绪反应，情感事件理论也同样适用于解释个体作为行为实施者时

对自身情绪的影响，例如，Lanaj等（2016）基于情感事件理论发现，采取变革型领导行为会增强

领导自身的需求满足感，进而增强其积极情绪，减弱消极情绪。

基于情感事件理论，结合职场偏差行为相关研究（Robinson和Bennett，1995），职场偏差行

为作为员工有意实施的对组织和其他成员的利益有明显危害的行为，是工作场所中普遍存在

道德认同

负面情绪 工作投入
职场偏
差行为

 
图 1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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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类重要的情感事件。当员工实施了职场偏差行为事件之后，自身对这个工作事件（即职场

偏差行为）的认知评估同样会影响其自身的情绪反应，这一情绪反应也会进一步影响对应的工

作结果。因此，情感事件理论为探索员工职场偏差行为对其自身影响提供了合适的理论解释

框架。

（一）员工职场偏差行为对自身负面情绪的影响

根据情感事件理论（Weiss和Cropanzano，1996），本研究提出员工的职场偏差行为会影响

其自身的负面情绪。首先，员工的职场偏差行为会通过情绪感染（emotional contagion）路径影

响自身的负面情绪。具体而言，员工的职场偏差行为会对组织或组织内其他成员的合法利益造

成损害，进而会阻碍团队或团队其他成员的目标实现（Dunlop和Lee，2004；郭晓薇和严文华，

2008），引发组织内其他成员的负面情绪（Lazarus，1991）。其他成员的负面情绪又会通过人际

互动过程进行传递，并导致团队内的个体在情感、行为等方面产生同步（Hatfield等，1994；
Sy等，2005；Van Kleef等，2009；Chi等，2011；Van Knippenberg和Van Kleef，2016）。因此，其他成

员的负面情绪又会通过这一情绪感染机制反过来传染到职场偏差行为实施者自身，进而增加

员工自身的负面情绪。类似地，相关实证研究表明个体积极的行为（例如，变革型领导行为）会

正向影响与其互动的他人（例如，下属）的积极情绪，而他人积极的情绪体验又会通过情绪感染

正向影响个体自身的积极情绪（Lanaj等，2016）。
其次，员工的职场偏差行为还会通过认知失调引起的情绪反应路径影响自身的负面情绪。

认知失调是指个体的行为与自己一贯以来对自我的认知（通常是正面的、积极的自我认知）产

生分歧时，这种自我认知上的不一致所引发的不愉快、不舒适的状态（Festinger，1957）。以往研

究发现，绝大部分（约84%）个体对自己的认知都是积极的、道德的（Aquino和Reed II，2002）。而
员工的职场偏差行为是以损害组织或其他成员合法权益和福祉为目的，往往表现为有意浪费

组织公共物品，损害组织声誉，嘲讽、奚落同事等（Bennett和Robinson，2000），是一种非伦理行

为。采取职场偏差行为会引发员工对自身道德自我概念的消极认知。这一消极自我认知与员工

在通常工作情境下对自身固有的积极认知形成冲突，这种自我认知上的冲突又会增加员工自

身的负面情绪。综上，我们预测职场偏差行为会增加员工自身的负面情绪，进而提出以下假设：

H1：员工职场偏差行为与其自身的负面情绪正相关。

（二）员工负面情绪对其工作投入的影响

工作投入是指个体的一种积极、充实的与工作相关的心理状态，包含活力、奉献和专注三

个维度（Kahn，1990；Schaufeli等，2002）。活力指员工在工作时所保持的高能量状态、心理弹性

以及为自身工作投入努力的意愿和直面困难时的坚韧。奉献反映了个体深度融入自身工作，并

从中体验到意义、激情、鼓舞、骄傲与挑战等。专注则指个体全身心沉浸于自身工作中并能从中

感受到快乐的状态，个体处于这一状态时会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并且很难从工作中抽离出

来。可以看出，作为个体对于自身工作的心理体验，工作投入反映了个体在工作中所投入的体

力（physical）、认知（cognitive）和情绪（emotional）等方面的能量（Kahn，1990；Schaufeli等，2002；
Rich等，2010），及其在工作角色中的动机概念和积极充实的工作状态。工作投入较高的个体往

往在工作中的能量状态更高，融入和沉浸于自身工作的程度也更深；而工作投入较低的个体则

在工作中的能量状态更低，他们融入和沉浸于自身工作的程度也更低。现有研究发现，个体的

情绪状态与其工作投入息息相关。积极情绪会释放出沿着某一目标持续行动的信号（Frijda，
1988；Van Kleef等，2004；Elliot，2006；Ames和Johar，2009），因此，当员工体验到积极情绪时，往

往会设定更高的任务目标，并期望通过更高的投入获得积极结果（George和Bettenhau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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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George，1995；Ilies和Judge，2005；Hakanen等，2006；Detert和Burris，2007；Liu等，2017）。而
相反，负面情绪是个体主观痛苦的一个维度，包括生气、厌恶、害怕、焦虑等情绪（Watson等，

1988），这与个体全身心投入某项工作并感到精力充沛的状态是不相容的（Bledow等，2011）。
当个体的负面情绪较高时，其思维和行为体验都会受限，注意力变得狭窄（Fredrickson，2001），
进而打断个体行为的持续状态，并阻碍个体认知资源的快速调动及其行为选择（Fredrickson
等，2003；Koole和Jostmann，2004），从而使个体很难持续保持高能量状态、专注地沉浸在工作

任务之中，也更难从深度融入自身工作的过程中体验到意义、激情、鼓舞、骄傲与挑战等，即较

低的工作投入。在实证研究方面，已有研究发现个体每天的消极情绪与其每天的工作投入呈显

著负相关（张淑华和王可心，2017）。因此，我们预测员工的负面情绪与其工作投入负相关。同

时，结合H1和以上论述，我们提出，员工采取职场偏差行为会引发自身更高的负面情绪，而增

强的负面情绪则会进一步降低其工作投入。综上，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a：员工的负面情绪与其工作投入负相关。

H2b：负面情绪在员工职场偏差行为与其工作投入之间起中介作用。

（三）员工道德认同的调节作用

至此，我们提出负面情绪在员工职场偏差行为与其工作投入之间起中介作用。在这个部

分，基于情感事件理论，我们进一步探讨职场偏差行为影响员工负面情绪的边界条件。根据情

感事件理论（Weiss和Cropanzano，1996），与工作中的情感事件相关的个人特质因素会影响个

体对情感事件的情感反应和认知判断。具体到本研究的理论模型，作为一种非伦理行为，员工

自身的职场偏差行为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其自身的负面情绪，依赖于员工对他人情绪的敏感程

度（Hatfield等，1994）以及员工在违反规范后感到的不适程度（Tracy和Robins，2006），即自身如

何看待采取非伦理行为对自我概念的影响。当员工对他人的负面情绪越敏感，或是当采取非伦

理行为对个体积极自我概念的影响越大，个体在采取该行为后越可能产生负面情绪。道德认同

则能够较好地反映个体对他人情绪的敏感程度以及对于（非）伦理行为对自身积极构念影响的

看法。因此，作为一种重要的伦理相关特质，道德认同会影响伦理相关的工作事件（例如，职场

偏差行为）给个体自身带来的情感反应，即影响个体采取伦理相关行为与其自身情感反应之间

的关系。道德认同是指个体在多大程度上认为道德对自己是重要的，反映了道德在自我概念中

的重要程度（Aquino和Reed II，2002）。一方面，道德认同较高的个体对自身具有较高的道德要

求，他们更加富有同情心、慈悲、友好而乐于助人（Aquino和Reed II，2002），他们往往具有更高

的他人导向，高度关注他人的福祉，并会对他人的不幸做出情感上的回应（Kamdar等，2006）。
因此，他们更加在意他人的情绪，也更容易受到他人情绪（尤其是负面情绪）的影响。基于此，当

职场偏差行为导致团队其他成员产生负面情绪时，高道德认同的个体更可能同情被自身职场

偏差行为所伤的“不幸”员工，也更容易受到这些同事负面情绪的感染。另一方面，道德认同较

高的个体对道德规范更加重视，他们倾向于依据自身内在的道德标准来采取相应的行为

（Reynolds和Ceranic，2007；Detert等，2008），这会促使他们更加注意、权衡、计算和整合所采取

行为中的相关伦理信息（Zheng等，2019）。基于此，对于道德认同较高的个体来说，当他们采取

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例如，职场偏差行为）后，个体会产生“自身所采取的非伦理行为（即职场

偏差行为）与自身日常工作中所构建的积极的自我道德概念”之间的认知评估失衡，进而更可

能引发其自身的负面情绪。

与此相反，道德认同较低的个体较少在意他人的情绪，也更少受到他人负面情绪的感染，

对道德规范重要程度的认知较低，员工采取职场偏差行为后，自身非伦理行为与其积极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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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概念之间失衡的程度也相对较轻。因此，对于道德认同较低的员工来说，他们采取职场偏

差行为所引发的自身负面情绪也相对较轻。综上，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员工的道德认同会调节员工日常职场偏差行为与其负面情绪的关系。具体来说，当员

工的道德认同较高时，员工日常职场偏差行为会与其负面情绪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当员工的道

德认同较低时，上述关系不显著。

结合H2b和H3，本研究进一步提出被调节的中介假设。具体来说，对于道德认同较高的员

工来说，他们自身对于道德规范更加重视且对他人的负面情绪敏感程度更高，因此，当他们采

取违反规范、伤害他人的职场偏差行为后，一方面会更多地感受到认知失衡，另一方面也更可

能受到他人负面情绪的感染，这二者都更可能引发员工自身的负面情绪，而这些增强的负面情

绪会进一步减弱其工作投入；而对于道德认同较低的员工来说，他们对于道德规范的重视程度

相对较低且对他人的负面情绪敏感程度也较低，因此，当他们采取职场偏差行为后，感受到的

认知失衡和受到他人负面情绪感染的程度都较低，进而对其自身负面情绪的影响也较低，进一

步，对其自身工作投入的影响也较低。综上，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4：员工的道德认同会调节员工职场偏差行为通过负面情绪影响其工作投入的间接效

应。具体来说，当员工的道德认同较高时，员工职场偏差行为通过其负面情绪影响其工作投入

的中介效应显著；当员工的道德认同较低时，上述中介效应不显著。

三、  研究方法

（一）样本与调研程序

基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原因，本研究采取经验取样法收集数据。理论上，情感事件理论是

一个动态性理论，因为工作中的情感事件及其情感反应是一种动态变化的过程（Weiss和
Cropanzano，1996；Judge等，2006）；此外，本研究关注员工自身动态的职场偏差行为，这种理论

上的动态性需要一种动态的数据采集方式。从实证角度来看，以往研究在探索个体行为的动态

变化对其自身的影响时，最常见的研究设计即为经验取样法（Judge等，2006；Lanaj等，2016；
Liao等，2018；Qin等，2018；Ju等，2019a）。因此，对于本研究模型来说，采用经验取样法是合适

的研究设计。

本研究通过论文作者的校友网络共邀请了67名组织员工参与此次调研，这一方法被广泛

用于组织行为研究中（陈晨等，2020a）。调研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一次性调查，由研究

被试评价自己的道德认同，以及汇报自己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工作

年限等。第一阶段共发放问卷67份。第二阶段为连续10个工作日（即两个完整的工作周）的每日

调查，在第一阶段结束一周后展开。为了使调研数据相对稳定且能真实地反映样本的日常工作

状态，第二阶段调研中，被试每天上午（T1）和下午（T2）各进行一次问卷填写。T1时间点的问卷

在每天上午11：00点发放，被试反馈他们在工作中采取偏差行为的频率以及他们的负面情绪；

T2时间点的问卷在每天下午4:30发放，被试汇报他们的负面情绪及工作投入情况。通过每天两

次有时间差的问卷调查，能够更清晰地观察到员工负面情绪的产生和变化，同时也能够确保自

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应有的时间顺序（Scott和Barnes，2011）。
问卷回收后，我们最终获得46名参与者提供的323份有效的上、下午配对问卷（理论有效问

卷为460份），有效回收率为70.22%。在这46名被试中，女性员工占47.83%，所有被试的平均年

龄为31.70岁（SD = 3.332 5），在组织内的平均工作年限为5.543 5年（SD = 3.052 9），所在行业包

括服务、信息技术、制造、房地产、金融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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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测量工具

本研究中变量的测量主要采用国外文献中使用过的成熟量表，所有量表均采用“翻译—回

翻”的程序将其翻译成中文（Brislin，1980）。除非特殊说明，所有量表均采用Likert五点量表进

行评分，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
1. 每日（个体内）测量

职场偏差行为（T1）：采用Bennett和Robinson（2000）的偏差行为量表的5个条目，例如“忽视

遵从领导的指示”。由被试汇报他/她当天到单位开始工作后采取的职场偏差行为。该量表的内

部一致性系数为0.937 3。
负面情绪（T2）：采用Mackinnon等（1999）开发的负面情绪量表，共包含4个条目，参考以往

研究（Lanaj等，2016），要求被试反馈他们当时的负面情绪状态（1=“从来没有或非常轻微”，
5=“极其严重”），例如，“我是失望的”。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22 1。

工作投入（T2）：采用Lanaj等（2014）基于Schaufeli等（2006）开发的简版工作投入量表所改

编的工作投入量表，该量表被广泛用于采用经验取样法的研究中（例如，Lanaj等，2014；Qin等，

2018），共包含3个条目，例如“我沉浸于自己的工作当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34 3。
2. 个体间测量

道德认同：采用Aquino和Reed II（2002）所开发的道德认同量表，共包含10个条目。该量表

要求被试首先想象一个具备9个与道德相关特质（即有同情心的，慈悲的，公平的，友好的，慷慨

的，助人为乐的，勤奋的，真诚的，和蔼的）的人，然后再要求被试评价拥有上述特质对他们自身

的重要程度，例如“成为具有上述特质的人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是0.925 3。
3. 控制变量

负面情绪（T1）：我们控制了每天上午调查时（T1）被试的初始负面情绪水平，从而更好地

估计员工职场偏差行为对其负面情绪（T2）的预测作用。测量方法与前文所描述的测量相同。

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是0.944 9。
（三）数据分析方法

由于本研究对同一个员工进行了多个工作日的重复测量，数据具有嵌套性，因此，本研究

采用多层线性模型HLM进行分析。个体内变量（职场偏差行为、负面情绪和工作投入）设定在

第一层次（level 1）；个体间变量（例如，道德认同）设定在第二层次（level 2）。参考Hofmann等
（2000）推荐的方法及以往相关研究（Butts等，2015；Koopman等，2016；Qin等，2018），我们对第

一层次的变量采取组均值中心化（group-mean centering）处理，以便在探索个体内的动态变化

时排除个体间差异的干扰；对第二层次的变量则采取总均值中心化（grand-mean centering）
处理。

在中介效应的检验上，本研究采用RMediation进行中介效应检验（Tofighi和Mackinnon，
2016；Wu等，2016）。这种方法能更加准确地估算第一类错误率，并且比传统方法（sobel检验）

具有更高的检验力（Mackinnon等，2007）。为了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假设，我们计算调节变

量在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水平时中介效应的大小，并估计中介效应量在95%水平下的偏差校

正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Edwards和Lambert，2007）。

四、  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研究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相关性系数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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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描述性统计与变量间相关系数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个体内变量
1.负面情绪（T1） 1.925 1 0.611 2
2.偏差行为（T1） 1.863 8 0.674 5 0.165 6**

3.负面情绪（T2） 1.921 1 0.669 0 0.245 6*** 0.257 2***

4.工作投入（T2） 3.431 4 0.659 7 −0.121 2* −0.077 3 −0.259 8***

个体间变量
5. 道德认同 3.899 4 0.613 1 −0.102 7 −0.054 1 −0.088 7 0.262 8***

　　注：个体内水平n= 323，个体间水平n = 46；个体内变量间的相关表示个体内组均值中心化后变量间
的相关关系的相关。个体内变量没有进行中心化或是聚合，以用于计算与个体间变量之间的相关；* p <
0.05，** p < 0.01，*** p < 0.001。
 
 

（二）验证性因子分析

在进行假设检验之前，为检验本研究的主要变量是否具有区分效度，本研究采用验证性因

子分析方法对四个个体内变量（职场偏差行为[T1]、负面情绪[T1、T2]、工作投入[T2]）和一个个

体间变量（道德认同）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分析结果显

示五因素模型的拟合结果较为理想（χ2[125] = 243.413 0，p < 0.001；SRMR = 0.040 7，RMSEA =
0.054 2，CFI = 0.941 8，TLI = 0.928 8）（Hu和Bentler，1999），并且显著优于其他四因素模型（例

如，合并T1和T2负面情绪的四因素模型的拟合结果为：χ2[129] = 428.918 1，p < 0.001；SRMR =
0.060 3，RMSEA = 0.084 8，CFI = 0.852 7，TLI = 0.825 3；Δχ2 = 185.505 1，Δdf = 4，p < 0.001；合并

T2负面情绪和T2工作投入的四因素模型的拟合结果为：χ2[129] = 712.697 4，p < 0.001；SRMR =
0.103 3，RMSEA = 0.118 4，CFI = 0.713 3，TLI = 0.660 0；Δχ2 = 469.284 4，Δdf = 4，p < 0.001）。这
表明本研究中的各个变量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①

（三）假设检验

H1预测，员工职场偏差行为与其负面情绪正相关。从表2模型2可以看出，在控制了T1时间

点个体初始负面情绪水平后，员工T1时间点的职场偏差行为对T2时间点的负面情绪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b = 0.273 8，SE = 0.075 4，p < 0.001）。因此，H1得到验证。H2a预测，员工负面情绪与

其工作投入负相关。由表3模型3可以看出，员工的负面情绪对工作投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b
= −0.249 5，SE = 0.062 8，p < 0.001），H2a得到验证。为了进一步检验负面情绪在职场偏差行为

与工作投入之间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RMediation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员工职场

偏差行为通过负面情绪影响其工作投入的中介效应显著（b = −0.068  3，95%CI = [−0.125  3，
−0.024 4]）。因此，H2b得到验证。

H3预测，道德认同正向调节职场偏差行为与负面情绪间的关系。由表2模型3可知，职场偏

差行为和道德认同的交互作用显著（b = 0.341 7，SE = 0.118 1，p < 0.01）。简单斜率分析显示，当

个体的道德认同较高时，职场偏差行为对其负面情绪的影响显著（b = 0.478 6，t = 4.666 8，p <

①此外，考虑到Harman单因子法（harman’s single-factor test）检验力较低（汤丹丹和温忠麟，2020），参考Podsakoff等（2003）的建议，本研究
采用控制不可测量的潜在方法因子（controlling for the effects of an unmeasured latent methods factor）的方法来进行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variance，CMV）检验。该方法将共同方法因子作为一个单独的潜变量纳入到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即前文的五因素模型）中，并允许所
有测量题项都在该共同方法因子上有负载，再用由此得到的模型拟合结果与五因素模型进行比较，从而检验控制了共同方法因子后的模型拟
合指标是否显著优于未控制时的五因素模型（周浩和龙立荣，2004）。由于χ2变化受样本量影响较大，在进行模型比较时，除了检验χ2变化是否
显著以外，还需要同时考虑其他拟合指标的变化情况（温忠麟等，2004）。本研究结果表明，控制不可测潜在因子后的模型拟合结果为：
χ2（107）= 158.201 5，p < 0.001；SRMR = 0.033 2，RMSEA = 0.038 5，CFI =0.974 9，TLI = 0.964 0，与控制前相比，控制后模型的χ2发生了显著改
变：Δχ2 = 85.211 5，Δdf = 18，p < 0.01，但控制前后模型的拟合指标SRMR和RMSEA的变化幅度在0.02以下，CFI和TLI的变化幅度在0.04以下，
表明控制后的模型并未有显著改善（张军伟和龙立荣，2014），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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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当个体的道德认同较低时，职场偏差行为对负面情绪的影响不显著（b = 0.059  6，
t = 0.568 1，n.s.），H3得到验证。为进一步直观显示道德认同的调节作用，本研究以调节变量（即

道德认同）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进行分组，分别对个体道德认同较高和较低情况下，职场偏差

行为对员工负面情绪的关系进行画图，具体如图2所示。

进一步，H4预测，道德认同调

节职场偏差行为通过负面情绪影响

工作投入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在

个体道德认同较高时，上述间接效

应显著（b = −0.107 1，95% CI = [−0.
189 9，−0.040 1]）；在个体道德认同

较低时，上述间接效应不显著（b =
−0.013 2，95% CI = [−0.065 0，0.033 2]）。
二者的差异显著（Δb  = −0.093  3，
95% CI = [−0.189 7，−0.022 9]）。因
此，H4得到验证。

此外，我们进一步对上述结果

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尽管组均值中

心化的处理能够在探索个体内的动

态变化时排除个体间差异的干扰，但为了进一步排除人口统计学变量在其中的潜在影响，我们

将人口统计学变量（性别、年龄、工作年限）作为控制变量，对上述假设进行检验，加入控制变量

的分析结果与上述报告的结果具有可比性，本研究假设依然成立。因此，本研究结论具有较好

的稳健性。

表 2    预测负面情绪（T2）的分层线性模型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负面情绪（T1） 0.271 3***（0.061 2） 0.234 9***（0.060 7） 0.233 3***（0.059 8）
偏差行为（T1） 0.273 8***（0.075 4） 0.269 1***（0.074 3）
道德认同 −0.137 5（0.137 6）
偏差行为（T1）× 道德认同 0.341 7**（0.118 1）
常量 1.963 6***（0.084 6） 1.963 7***（0.084 6） 1.961 3***（0.083 8）
模型偏移量 424.241 8 411.374 6 402.142 4
　　注：个体内水平n= 323，个体间水平n = 46；* p < 0.05，** p < 0.01，*** p < 0.001。

表 3    预测工作投入的分层线性模型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负面情绪（T1） −0.083 5（0.064 7） −0.063 6（0.065 2） −0.005 0（0.065 1） −0.009 7（0.064 4）
偏差行为（T1） −0.149 6（0.081 1） −0.081 3（0.080 7） −0.084 3（0.079 8）
道德认同 0.320 7*（0.125 1）
偏差行为（T1）× 道德认同 −0.305 1*（0.125 8）
负面情绪（T2） −0.249 5***（0.062 8） −0.223 4***（0.063 0）
常量 3.390 6***（0.081 3） 3.390 5***（0.081 3） 3.390 2***（0.081 3） 3.396 2***（0.076 2）
模型偏移量 451.014 6 447.628 4 432.267 4 420.294 4
　　注：个体内水平n= 323，个体间水平n = 46；* p < 0.05，** p < 0.01，***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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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过往研究集中于探讨影响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的前因变量（刘玉新等，2013；黄丽和陈维政，

2017；王尧等，2019；陈晨等，2020b；Ju等，2019b；Qin等，2020）。极少数探索职场偏差行为结果

变量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行为接受方视角，探讨了员工职场偏差行为对他人及组织的消极影响

（Bowling和Beehr，2006；Hershcovis和Barling，2010；Porath和Pearson，2013；王端旭等，2017；
Kluemper等，2019；Mackey等，2019），从行为实施方视角出发探讨采取职场偏差行为对员工自

身影响的研究被严重忽视。基于此，本研究基于情感事件理论（Weiss和Cropanzano，1996），采
用行为者中心视角，探讨了员工职场偏差行为对其自身的影响。通过经验取样法进行问卷调

查，研究发现四点重要结论：第一，员工职场偏差行为会增强员工自身的负面情绪。第二，员工

职场偏差行为通过增强员工自身负面情绪，从而进一步减弱其工作投入。第三，当员工的道德

认同较高时，员工职场偏差行为与其负面情绪显著正相关，而当员工的道德认同较低时，上述

关系不显著。第四，当员工道德认同较高时，员工职场偏差行为通过负面情绪影响自身工作投

入的负向关系显著。这些研究结果为从员工自身视角抑制职场偏差行为提供了理论和干预启示。

（二）理论意义

本研究对职场偏差行为和工作投入等方面的研究以及情感事件理论等具有重要理论意

义。首先，本研究基于行为者中心视角，首次探索了职场偏差行为对员工自身的影响。以往研究

主要聚焦于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的前因变量（Ambrose等，2002；Colbert等，2004；Penney和
Spector，2005；Tepper等，2008；关涛和康海华，2017；陈晨等，2020b；Qin等，2020），较少关注其

结果变量；而极少数探索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结果变量的研究也集中于行为接受方视角，探讨偏

差行为对他人（同事、组织）带来的危害（Vardi和Weitz，2003；Hershcovis和Barling，2010），鲜有

研究关注员工采取职场偏差行为对其自身的影响。本研究率先采取行为者中心视角，将职场偏

差行为影响的研究拓展至行为实施者自身，探索员工采取职场偏差行为后对其自身的影响，弥

补了职场偏差行为以往研究在行为者视角上的缺失，为理解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的影响结果提

供了更全面的视角。进一步地，本研究基于情感事件理论，对员工职场偏差行为与其工作投入

间的内在作用机制及其边界条件进行了深入探索，发现了个体负面情绪的中介作用以及个人

特质——道德认同——的调节作用，为揭示职场偏差行为对行为者自身消极影响的作用机理

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解释和实证证据。

更重要的是目前基于行为者中心视角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新近研究发现，被广泛认为具

有负面影响的行为（例如，非伦理行为、苛责管理）对行为方自身存在重要的积极意义，比如采

取不诚实行为会增强个体打破规则束缚的感觉，进而提高其创造力（Gino和Wiltermuth，
2014）；采取苛责管理行为能够在短期内提高上司自身的恢复水平进而增强其工作投入

（Qin等，2018），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行为方采取这些行为的内在动因，而本研究则探索了员

工采取职场偏差行为对其自身的消极影响（即增加负面情绪和减少工作投入），表明采取负面

行为并非对行为者自身总是有好处的，也可能给行为者自身带来一定的成本。通过探索负面行

为对行为方自身的消极影响，能够为行为者中心视角的相关研究提供更完善、更辩证的理论视角。

其次，本研究发现了影响员工工作投入的新的行为因素。以往研究表明，他人的非伦理行

为（例如，职场排斥、苛责管理）往往会降低员工的工作投入（Leung等，2011；Barnes等，2015），
而本研究则发现，员工自己所采取的非伦理行为也可能通过引发员工自身的负面情绪进而降

低员工的工作投入。通过识别阻碍员工工作投入的新因素，本研究进一步拓展了工作投入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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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研究。

最后，本研究丰富了情感事件理论的应用并对这个理论的理论边界做出了贡献。一方面，

本研究从行为实施方视角拓展了情感事件理论的应用。作为研究组织中员工情感、态度与行为

关系的情感事件理论，已被应用于当前一些新理论的开发和实证研究中（Dencker等，2008；
Walter和Bruch，2009）。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基于情感事件理论的整体框架构建了员工职场偏

差行为影响其自身工作投入水平的理论模型，员工的负面情绪作为两者关系的中介变量，为情

感事件理论中员工在职场中的事件与其工作态度、行为之间的理论关系提供了实证支持；另

外，这种从行为者视角出发探讨工作事件对自身情感与工作的影响，在以往采用接受者视角的

实证研究基础之上，拓展了情感事件理论的应用。另一方面，为了综合理解情感事件理论，需要

探讨其理论边界。基于情感事件理论，我们发现道德认同调节员工职场偏差行为对自身的消极

影响。具体而言，对于高道德认同的员工，实施职场偏差行为带来的消极影响更加严重。与此相

对应，对于低道德认同的员工，实施职场偏差行为对自身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因此，道德认同

调节了工作中的情感事件对自身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个体自身的道德因素可能是情感事

件影响自身认知和情感的一个理论边界。

（三）实践启示

本研究也为管理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本研究显示员工采取职场偏差行为除了会对组

织和其他同事带来损害，还会给其自身工作投入带来负面影响，而员工的工作投入程度与其绩

效评估、晋升、职业发展等息息相关（李锐和凌文辁，2007；Christian等，2011）。因此，让员工意

识到采取职场偏差行为对自己职业发展情况有阻碍作用，更加能够促使员工自主反思，从而主

动地减少这些偏差行为。另外，本研究发现，道德认同水平较低的员工在做出职场偏差行为后

较少体验到负面情绪，进而更难意识到对自身的消极影响，也就更难促使其主动反思。因此，企

业在招聘时可以更加有意识地关注员工的道德认同水平。

（四）本研究的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以行为者中心视角探索了员工职场偏差行为对其自身的危害，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尽管本研究具有较多优势，但仍存在一些不足。第一，由于本研究探讨的是员工采取职场偏差

行为后对自己的影响，参考以往研究（Qin等，2018；康勇军和彭坚，2019），各核心变量都是员工

自我评估的，这可能会存在潜在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Podsakoff等，2012）。为了避免这个问

题，我们遵循Koopman等（2016）的建议，采取了一系列最小化CMV问题的方法。例如：（1）自变

量（职场偏差行为）和中介变量、因变量（负面情绪、工作投入）在时间上分开两个时间点收集，

自变量在每天上午收集，中介变量和因变量则在每天下午收集，这是减少CMV问题最有效的

方法之一（Johnson等，2011）。（2）在用员工当天上午的职场偏差行为预测其下午的负面情绪

时，控制该员工当天上午负面情绪的初始水平，进而更好地反映负面情绪的变化情况。（3）对所

有每日测量的数据进行组均值中心化处理，进而排除由个体差异所带来的干扰。本研究采用控

制不可测量的潜在方法因子的方法进行的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也表明，上述方法都在一定

程度上减小了CMV的问题。虽然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但未来研究仍可以考虑

采用其他更为有效的方法（如实验、长时数据等）来控制这一问题。此外，参考以往研究

（Aquino和Reed II，2002；Zheng等，2019），本研究中道德认同的测量采用了员工自评的方式，

虽然自评更加能够反映道德认同概念的本质，但这一测量方式也可能存在潜在的社会称许性

问题，未来研究可以考虑结合实验方法来减少这一问题。

第二，本研究目前仅考虑了职场偏差行为对员工自身的消极影响。以往行为者中心视角的

相关研究表明，采取某些不道德行为也可能给个体带来某些积极影响（Gino和Wilterm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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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Qin等，2018）。结合上述研究，我们推断，员工采取职场偏差行为可能对员工自身存在双

刃剑效应。例如，一方面，个体采取职场偏差行为会通过影响其自身的负面情绪产生消极影响；

另一方面，个体采取职场偏差行为也可能通过影响其资源恢复水平进而产生积极影响。因此，

未来研究可同时探讨职场偏差行为对员工自身的双刃剑效应以及各作用发生的边界。

第三，本研究基于情感事件理论，只探讨了负面情绪在员工职场偏差行为与其工作投入之

间的中介作用，后续研究可考虑其他中介路径。例如，采取职场偏差行为可能会影响员工自身

的道德意识，进而对其后续行为产生影响。另外，也可探讨员工职场偏差行为对其非工作域的

影响，如通过对其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Netemeyer等，1996），进而作用于员工家庭领域（例如，

家庭幸福感等）。

第四，本研究只从个体间视角出发，探索了哪些员工（即道德认同高 vs. 道德认同低）在采

取职场偏差行为后会感到更多（或更少）的负面情绪，后续研究可考虑从个体内层面，关注个体

内因素的调节作用。例如，员工采取职场偏差行为的动机可能是偏差行为和负面情绪之间重要

的个体内调节变量，即使对同一个员工来说，出于不同动机（如，自身内部资源恢复 vs. 对外部

环境的反应）采取职场偏差行为也可能会对员工自身负面情绪造成不同的影响。此外，未来研

究还可以进一步关注三项交互作用，例如，对于高道德认同的个体，在高认知闭合需求情况下

（Qin等，2015），出于恢复认知一致的动机，在采取职场偏差行为后，可能会增加其工作投入。

最后，本研究基于经验取样法，探索了在一个较短的“时间窗”里（即一天内）员工每天的职

场偏差行为对自身每天负面情绪和工作投入的影响，然而员工采取职场偏差行为对其自身其

他重要工作结果（例如，离职倾向）的影响可能会在更长的“时间窗”中（例如，一个月或以上）得

到更清晰的体现。因此，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在更长的“时间窗”中探索员工职场偏差行为对自身

长期的消极影响。此外，未来研究还可以关注在一段时间内员工职场偏差行为与其负面情绪的

交互影响（reciprocal relationship）。新近研究已经发现，在一段时间里，个体的情感与行为并不

一定是单向影响，二者更有可能是交互影响的关系（Casper等，2019）。结合职场偏差行为已有

研究和本文的发现，也能够从一定程度反映出个体负面情绪与其职场偏差行为之间可能存在

互惠关系。因此，未来研究可以考虑通过收集长时数据探讨职场偏差行为与负面情绪的交互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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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s in the organization.While most of researches focus on exploring the antecedents of workplace
deviant behavior, we have limited knowledge about its consequences. In the very few studies on the
outcomes of employee workplace deviant behavior, they mainly focus on recipients’ perspective and
reveal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employee workplace deviant behavior on colleagues and organizations.
From the actor-centric perspective, the research on the impacts of employee workplace deviant behavior
on themselves has been seriously ignored. For this reason, by taking the actor-centric perspective,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and when employee  workplace  deviant  behavior  affects  their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outcomes.

Based on the affective events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workplace deviant
behavior on employee work engagement and its dynamics. The primary tenet of affective events theory
is that the events experienced by workers will affect their emotional state, which will in turn affect their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Negative events in the workplace are important emotional events that affect
their emotional state. Based on this theory,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as a negative work event, employee
workplace deviant behavior may lead to their negative emotions and then weaken their work
engagement. Furthermor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will affect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cognitive
assessment process after taking actions.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for the unethical behavior
such as workplace deviant behavior, employees’ moral identity is an important boundary condition
affecting the emotional and cognitive response of individuals to their own deviant behavior.

In this study, we use the 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ESM） by recruiting 67 participants to finish
a research. By using the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to analyze 323 daily observation data provided by 46
participants, the present study finds that employee workplace deviant behavior increases their negative
affect and decreases work engagement. Moral identity plays a moderating role in the impacts of
workplace deviant behavior on negative affect and work engagement, that is, the indirect effect of
workplace deviant behavior on work engagement via negative affect is significant and negative for
employees with high moral identity and does not exist for employees with low moral identity.

This research makes several important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First, by taking the actor-centric
perspective, it explores the impacts of workplace deviant behavior on employees themselves. Second, it
not only examines the potentially negative impacts of employee workplace deviant behavior on
themselves, but also examines how and when the impacts unfold. Third, it finds a new behavioral factor
that affects employee work engagement, and finds that employees’ unethical behaviors may also reduce
employee work engagement by inducing their own negative affect.

Key words: workplace  deviant  behavior; actor-centric  perspective; affective  events  theory; 
negative affect; work 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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